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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空间法教学和科研的现状与展望 

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 赵海峰[①]
外层空间法的教学、培训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为我国培养适应日益发展的航天事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而且对制定我国空间法，对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将对我国外层空间法的教学和研究现状加以分析，同时提出改善我国外空法教学和研究的若干建议。

一、教学情况
总体上说，我国高校对外层空间法的教学重视不够，普及面也不广。专门从事这一工作的教师寥寥无几。目前国内有的大学将外层空间法作为本科生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来开设，但我们知道的只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等为数不多的院校开设了单独的外层空间法课程。在研究生阶段，有的学校将外空法作为国际公法的一个研究方向，同时开设外空法课作为学位课中的一门，如深圳大学的国际法硕士项目。外交学院也开设了外层空间法课程，[②]但目前似乎只是作为国际法课程的一部分，或者作为专题讲座的内容。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已将外空法课程列入其本科的教学规划，同时列入国际法硕士项目的课程规划。哈工大在教学方面，于2005年、2006年聘请意大利外空法教授马可&#8226;皮卓兹（Marco Pedrazzi）博士每年开设了为时24学时的《外层空间法基础》课，皮卓兹教授2007年又到哈工大法学院授课24学时，其中讲授的不少内容也是空间法。在亚太空间组织秘书处（筹备组）2005年所组织的对于亚洲等国家的政府空间管理人员、空间科技人员和教学科研人员的培训班中，也开始将空间法作为培训的内容列入课程中。

在联合国外空事务局所提供的《空间法教育机会名册》中，可以看到我国可以提供外空法教学的机构有三个，一是中国空间法学会；二是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三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后两者所提供的国际外空法课程都是在法学本科、国际法硕士和博士学位中所设置的国际外空法课程，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讲授空间法的情况相同。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的WTO法和争端解决中心也在其本科课程中开设“电信和外空法”课程。[③]
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空法的教学，仅停留在将其作为一门课程的规模上，尚未发展到象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法国第十一大学等学校所做到的那种将外空法作为硕士学位项目，从而以几门甚至几十门课程的规模全面深入地对外空法本身和与之相邻的学科进行全面教学和研究的程度。[④]这大大限制了外空法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同时，外空法作为国际公法学的重要分支，仅有上述几个学校开设此课程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从总体上看，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与我国航天事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对空间法律人才的要求不相适应。同时，我国空间法教材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数量少，相对比较陈旧。到目前为止，由我国专家撰写的外空法教材仅有若干本，很难反映外空法的现状；二是已有的教材，对于空间法的新的发展关注不够，如对空间活动商业化和私营化的问题，没有进行足够的研究和阐述，对于空间大国普遍开展的国内空间立法，也基本上没有涉及；三是对于外空私法关注过少。对于由于目前外空活动商业化所带来的外空法律私法化，或者外空法律公法与私法并重的趋势没有相应的反映。此外，在外空法教育方面的国际合作也没有较大规模地展开。

二、研究成果与研究机构
我国对外层空间法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是力量比较薄弱，研究范围和深入程度等远远落后于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与中国蒸蒸日上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差距甚大。

我国较早涉足国际外空法研究的是著名法学家周鲠生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主张国家主权可及于领土上空到无限高度。[⑤]但后来，由于“文革”等原因，此方面的研究陷入止步的状态。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外层空间法的研究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1981年，王铁崖主编的《国际法》将“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单列为第6章的内容。之后我国的各种国际法教材大都采用了这一模式。另外，在这一阶段，贺其治[⑥]对外层空间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若干年的卓著研究，从1982年到1992年，每年在《中国国际法年刊》上都发表论文、评述或外空法动态介绍文章，累计约22篇，其中论文10余篇。他同时也在国际权威空间法杂志和论文集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2000年，中国空间法协会将其中英文论文精选后结集出版。[⑦]
1992年以后，中国空间法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92年，刘海山主编的《国际法》率先将“国际空间法”单列为第8章。[⑧]1995年，王铁崖主编的新版《国际法》也专设了第11章“外层空间法”。此后，多数国际法教科书或者专著均将外层空间法单独列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贺其治的著作《外层空间法》1992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研究了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问题，是我国权威的国际空间法著作，它也奠定了贺其治的著名外层空间法学家的地位。该书共分18章，序言之后，第一章评述了航天活动的发展，其余各章的内容分别为：空间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定界问题；外层空间的基本原则，外层空间营救制度，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赔偿制度，射入外空物体的登记制度，月球协定，卫星国际直接电视广播的原则，卫星遥感地球的原则，外空使用核动力源的法律制度，外空活动对空间环境的影响和国际保护措施，地球静止轨道的法律问题，空间站的法律地位，空间活动商业化法律问题，国际空间合作机制，双边空间合作协定，外空军事化和有关法律管制措施。此外，书中还附录了关于外层空间的国际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中国的双边空间协定、参考书目等。贺其治和黄惠康还于2000年主编了《外层空间法》一书，由青岛出版社出版。[⑨]该书在贺其治1992年版本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8年来外空法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情况，增加了中国的空间政策和法律等章节。最近的新成果，有马可&#8226;皮卓兹与赵海峰合著、吴晓丹译的《国际空间法教程》，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凌岩主编《国际空间法问题新论》，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尹玉海著《国际空间法论》，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等。显示了近来学术界对于空间法研究的重视。

当然除此之外，不少学者和专家也发表了为数不多的有关外空法的学术论文，如赵理海在1993年和1994年间就外层空间法在《法学杂志》上发表了6篇系列文章。其他作者的论文大多刊登在航天领域的专业杂志《中国航天》上。作者们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外层空间法的现状与展望，[⑩]制定统一空间法条约问题，[11]外层空间的划界问题，[12]空间活动商业化问题，[13]与空间碎片有关的法律问题，[14]外空活动的损害赔偿问题[15]，外层空间军事化问题[16]，航空航天物体的法律问题，[17]空间争端解决机制[18]等等。

除了上述研究的成果之外，国内也对一些国外外空法的论著进行了翻译和编译，其中有：曼弗莱特&#8226;拉克斯著、郑衍杓、秦镜、许之森译：《外层空间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为早期空间法的权威之作；蓝海昌、欧阳青编译、张学英审校：《外层空间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荷兰]盖伊斯贝尔塔&#8226;C &#8226;M&#8226;雷伊南（Gijsbertha C. M. Reijnen）著、谭世球译，《外层空间的利用与国际法》，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美]迪尔伯特&#8226;D&#8226;史密斯（Delbert D. Smith）著、廉茂林译，《空间站国际法与政策》，宇航出版社1985年版。比较容易找到的有关译本还有甄克士（C.Wilfred Jenks）著，雷崧生译：《太空法》，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8年印行。

1997年12月25日，由外交部、科技部、总装备部、中国科学院、航天科技集团等部门发起的中国空间法学会在北京成立。它在成立以后，一直在积极开展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和对外空法的宣传普法活动，并对国家立法提供学术支持。空间法学会组织了“世界主要国家空间法比较研究”和“国家空间法的立法框架体系”等课题研究，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19]它还组织了与国际空间法学会的交往与联络，并与国际空间法学会共同组织召开了2004年北京外层空间法国际研讨会，[20]组织了国内有关大专院校参加由国际空间法学会主办的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比赛等一系列活动。它还在2001年6月创刊了不定期的内部交流资料《空间法通讯》。中国空间法学会的工作，推动了空间法在我国的普及，促进了教学和研究的发展。在中国空间立法方面，国防科工委等部门也组织了若干研究，在搜集整理和翻译国外和国际空间法资料，开展比较研究以及进行立法框架的构思和条文起草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除此之外，国内其他机构也对国际空间法进行了研究，2002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了空间法研究所，其前所长尹玉海博士就国际空间法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出版了可能是我国外空法方面的第一本专著《航天开发国际法律责任研究》[21]，并编辑出版了国际空间立法文件及其介绍《国际空间立法概览》[22]。此外，该研究所还在2002年10月召开了“中俄外层空间法立法论坛”国际研讨会，2003年4月举办了全国性空间法教学研讨会。以学校强势的空间技术为背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空间法研究所也于2005年成立，就空间法律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获得了国防科工委“中国航天活动管理条例的立法研究”软科学课题和黑龙江省社科基金规划课题“外层空间活动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比较研究”，推出了一批成果，并与国外有关机构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研究所还与中国国际法学会合作，于2006年8月31日到9月1日在哈尔滨主办了“外层空间法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和国防科工委、中国空间法学会的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取得的显著的学术成果。

三、对于促进我国外空法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若干设想
我国航天事业开始于1956年。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进入空间国家行列。2003年11月15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神州”5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2005年10月“神州”6号多人多次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由此跻身世界上首先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的3个国家之列，使中国的航天技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航天事业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在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多边合作以及商业服务发射等方面也取得了广泛的成果。我国1983年加入《外空条约》，1988年加入《营救协定》、《责任公约》和《登记公约》。1980年成为联合国外空委员会成员。特别是由中国主导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公约[23]在2005年10月28日已经获得8个国家的签署，现已生效，亚洲空间合作组织即将成立。目前有20多个国家包括所有的空间大国均制定了国内空间法，而我国尚无系统全面的国内空间立法。我们的空间法学家和空间管理人员面临着加快空间立法、解决商业化和私营化的问题和解决国际合作所出现的法律问题等任务。在外空法的教学和研究方面，我国与若干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也甚大。我们在外空立法方面需要加强，在对外空法的教学和研究上也应当急起直追。

对于加强我国外空法的教学、研究和培训需要采取的措施，本文仅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1、充实队伍，加强对于外空法的教学和研究。据蓝海昌、欧阳青两位作者的不完全统计，前苏联和美国从事外层空间法研究的专家学者数以千计，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则数以百计。我国是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但从事外层空间法研究的专家学者却屈指可数。[24]中国作为航天大国，应当培养足够的专家以深入研究外空法律的各个方面，通过法律手段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空间权益，同时应当在航天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积极作为。为此，培养和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对于外空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队伍中是当务之急。为了在机构上得到支撑，我国也需要建立更多的特色鲜明、各有专长的外空法研究机构。

2、建立国际外空法资料中心。全面广泛的外空法资料中心的建设对于外空法的教学和研究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意义。哈工大空间法研究所正在建立一个尽可能全面的外空法资料中心，资料内容包括重要的专著、会议论文集、杂志、法律文件和数据库等。

3、创办空间法刊物。空间法专门刊物作为研究和发表的平台，具有不言自明的价值。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法研究所主办、赵海峰教授主编的《空间法评论》第一卷《外层空间法的现状与展望》已经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4、研究兴办外空法硕士学位项目的可能性。对于外空法的全面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公、私法方面的全面研究的加强是拓宽外空法研究领域的重要手段。开设的外空法硕士学位课程可以涵盖外空公私法的各个领域，国际、区域、国内法的各个层面，同时要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此方面，法国巴黎第11大学的外空法硕士课程设置和欧洲外空法中心的培训课程都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如果由于学科设置规定的限制，外层空间法无法单独作为硕士点，也可以设想建设以外层空间法为主要方向的国际法硕士点，加大外空法课程的比重。

5、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建议学习欧洲空间法中心的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在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的框架下组建亚洲空间法中心，采取举办亚洲规模的夏季班等方式，培训教师、立法人员、有关政府官员、空间机构人员、私营部门人员和学生等。在对于与外空有关的职业人员的培训中应当加入外空法的内容。其次，我国学者和专家应当广泛参与国际权威外空法机构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如国际空间法学会所举办的年度研讨会等。邀请国外著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也是重要的合作途径。

6、建议中国空间法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和指导作用，每年举行有关空间法热点问题的全国甚至国际规模的研讨会，推动外空法研究的全面发展。对于外空法的研究，我国总体上来说落后较多。对于目前各国讨论的外空法的热点问题，我们的跟踪和回应远远不够。对于外空法的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与外空商业化和私营化有关问题的研究（空间资产的私营化与商业化问题），我们缺项也很多。召开研讨会，集全国甚至国际的学术力量对空间法专题进行研究，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7、对于外空法的全面研究应当与我国的外交实践和国内立法的进程相结合，其成果应为国家有关机构提供决策或者立法的参考。

我们目前从事国际法研究的人员日众，充实外空法队伍应当不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外空法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应用性很强的领域。对于该学科的全面推进，就不仅仅是国际法学者专家所能包揽的事项，还需要其他学科，如民法、商法等私法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而成功的空间法律和政策的推出，又与国际政治甚至经济密切相关。总之，我国外空法教学和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也有很多机遇。不过，我们有信心，通过全国法学界同仁的逐步努力，我国外空法教学和研究定能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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